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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讨论复杂性与社会现象关联特征的基础上，我们梳理了探索复
杂性的方法及其演进，回顾了社会学家们对复杂性的探索与贡献。 伴随信息
通讯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新社会现象与复杂性的关联更加密切，给社会学研究
带来了新的挑战。 社会学家们了解复杂性研究的相关知识与进展，积极参与
其中，是回应时代挑战的有效方式。 与此同时，拥抱复杂性也为拓展社会学
边界提供了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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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在创立社会学时便强调，相较于天文、物理和化学现象，社会

现象具有复杂性。 他把社会类比为有机体，并认为与研究非有机体不

同，对社会有机体的研究要借助整体去观察部分。 尽管孔德的观念后

来被斯宾塞、涂尔干等继承并强调，但实际上社会学家们在很长一段时

期并没有找到应对复杂现象的有效方法，对社会现象复杂性的认识仅

停留在哲学观念上，因此也常将复杂性“当成一个便利的抓手肆意滥

用”，结果是“总以复杂性为托辞，逃避对整个社会面临的迫切问题进

行抽丝剥茧的分析和解决的责任”（米勒，２０１７：４）。
信息和通讯技术（ＩＣＴ）的社会化应用使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与规模连接在了一起，密集的互动加速了信息的传递、传播与交流

（Ｃｈｒｉｓｔａｋｉｓ ＆ Ｆｏｗｌｅｒ，２０１１；Ｒａｉｎｉｅ ＆ Ｗｅｌｌｍａｎ，２０１２；邱泽奇等，２０１５），
社会正在从一个个局部性的、边界明晰的离散聚集转变为高度互联的

庞大网络，局部行动者某些十分微小的行动可能会在大的范围内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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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预测的社会后果（俗称“蝴蝶效应”）。 移动设备、社交网络、无处

不在的传感器等数据采集设施的大规模应用正在汇集大量数据，使得

对社会现象复杂性的探索突破了原有的数据限制（Ｌａｚ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Ｇｏｌｄｅｒ ＆ Ｍａｃｙ，２０１４；邱泽奇，２０１８ａ）；计算设施的成本下降和可及性增

强大大提高了计算能力，也为研究社会复杂现象的科学规律提供了条

件。 对复杂性的关注正成为席卷科学界的思想浪潮。 卓越的科学家们

预测，对复杂性的探讨将带来一场科学范式的革命。 霍金也曾断言，
“２１ 世纪将是复杂性的世纪”（Ｈａｗｋｉｎｇ，２０００）。

值得社会学家们骄傲的是，社会学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复杂性的

关注（如 Ｂｌａｕ，１９６４；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６８；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１９７１；Ｃｏ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２；
Ｗａｔｔｓ，１９９９）。 只是社会学的关注与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的复杂性

研究相比，仍然显得零星与分散。 多数社会学者对当下科学界的相关

学术进展与成果了解不足，更没能很好地跟进和做出贡献。
针对这些状况，佩奇曾在《美国社会学年鉴》上引介了复杂性研究

涉及的基础概念，呼吁社会学者应该懂点复杂性（Ｐａｇｅ，２０１５）。 他认

为复杂性研究与“社会何以可能” （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１０）相联系，了解复杂性

科学的进展对开展社会学研究十分必要。 本文希望在此基础上，从研

究主题切入，对社会学已有的探索进行归纳。 既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

传统议题，而在新技术（不仅是 ＩＣＴ）环境下，复杂性研究对理解当下社

会还具有现实意义。 除了解相关概念和进展外，更需要注意社会连通

性的发展已然使复杂性成为社会学无法回避的研究问题。
本文落脚在阐述复杂性研究为社会学突破传统边界带来的机会

上。 为更好地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将从复杂性与社会现象的关联特征

入手，回顾社会学涉及复杂性的经典理论以及探索复杂性的主要研究

方法；在梳理和归纳社会学既有成果后，我们将讨论二者互动的现实意

义，以及其在理论和方法上对拓展社会学传统边界的价值。

一、复杂性与社会现象

现代金融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其中有众多行动者，行动者

之间有丰富的互动，并产生相互影响，其结果又构成了行动者面对的环

境，反过来影响他们的后续行动。 在这个系统中，由零星的负面消息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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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行动，极可能经由行动者的“非理性”反应急剧放大，形成反馈，最
终导致“雪崩”。 布克斯塔伯（２０１８）系统地概括了金融危机复杂性的

特征，指出其本质在于计算不可化约性、非遍历性、涌现性和根本不确

定性。 计算不可化约性是指，人类社会活动的很多本质特征难以利用

数学工具进行演绎和刻画；非遍历性意味着行动者的过往经历、所处环

境、与他人的互动都会影响其当下行动；涌现性指某些属性或功能并不

为行动者自身拥有，却在互动的动态系统中出现，且出现的整体不是部

分的简单加总；复杂系统会面临一些不可预测、根本不确定的意外结果

或事件，它们无法被放到概率分布中，这种不确定性的不可调和源自随

处可见的互动反馈和自我参照。
复杂性现象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几乎同时进入研究者视野。 复杂性研究从

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生
物学、计算机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都在其中

寻找着各自的议题。 由此，对复杂性内涵的理解也是多角度的，即使圣

塔菲研究所①内部也无法达成共识（沃尔德罗普，１９９７）。
但无论如何，与以复杂性为“托辞”而逃避分析的策略不同，从事

复杂性研究的学者们往往都会像布克斯塔伯理解金融系统那样，先对

复杂系统的一些基本特征给予明确描述 （ Ｈｏｌｌａｎｄ，１９９５；韦斯特，
２０１８）。 当然，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复杂性的兴趣点和侧重点各有不同。
从既有文献（Ｈｏｌｌａｎｄ，１９９５；Ｅｐ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６；Ｐａｇｅ，２０１５；Ｍｉｌｌｅｒ ＆ Ｐａｇｅ，
２００７；阿瑟，２０１８）来看，社会现象复杂性的来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启发式行动（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即个体并非完全理性，而是作为有

限理性的行动者，遵循一些十分简单的规则，比如习惯、规范或爱好，在
社会经济活动中也会受到如信心、故事、幻觉等动物精神的影响（阿克

洛夫、希勒，２０１２）。 第二，适应性行动（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即行动者的过往经

历及所处环境都会影响其当下行动，行动是经验引导的。 随着时间的

推移，行动者能更好地利用环境达到自己的目的。 霍兰德（Ｈｏｌｌａｎｄ，
１９９５）认为适应性是造就复杂性的重要原因。 第三，行动者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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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ａｃｔ），这会传递信息并对彼此产生影响。 主体间相互依赖和互动

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最主要特征，在高度互联时代表现得更为突出。
第四，反馈机制（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即行动者不仅会对环境作出反应，其适应

性行动还会反作用于环境，进而改变环境，这种行动者与环境间的相互

作用又被称为反身性。 当代社会学者将反身性视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

征，并注意到其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后果（吉登斯，２０００）。 第五，行动

主体是异质性的（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第六，不确定性（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这既

是复杂性的来源，又是其在结果上的表现。
涌现性是讨论复杂性时一定会涉及的概念，也是复杂性的另一个

十分重要的特征，简单讲就是整体不等于其组成部分的线性加总。 宏

观系统是行动者互动的后果，可是宏观系统的属性和功能并不存在于

较低层次的行动者身上；行动者还会依据环境而适应性地调整行动，并
重新作用于环境，进而导致宏观后果发生动态演化。 在复杂性研究中，
与涌现性相关的概念还有自组织（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本文不对二者进行

严格区分，而是在宽泛意义上使用涌现性概念。
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更早参与了对社会现象复杂性的讨论。 阿

瑟是“复杂经济学”的提出者。 他认为，经济的常态并不是均衡，而是

非均衡的动态，经济活动的主体也并非相互独立且完全理性，而是不断

互动并相互影响，且认知能力有限。 在阿瑟等经济学者的努力和推动

下，复杂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已初步搭建起来。 他还有信心地指出，复杂

经济学将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以往的均衡经济学只是复杂经济

学的一个特例（Ａｒｔｈｕｒ，１９９９；阿瑟，２０１８）。
与经济学相比，社会学虽然也有很多研究涉及复杂性，但关注却失

之零散，尚未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社会学对复杂性的早期涉猎散见

于经典理论家的讨论。 涂尔干从孔德那里继承了社会“整体性”的观

念，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实体的社会。 他认为在社会层面存在着

某些不能够还原到个体的突生属性（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这其实与“涌
现性”（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同根近义。 有学者将涂尔干视为社会学涌现理论的

先驱（Ｓａｗｙｅｒ，２００１）。 然而，涂尔干的这一思想与复杂性研究中对涌现

性的理解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区别在于，涂尔干认为必须使用同样处

于整体层面的事实对社会事实进行解释，而不应涉及个体层面，埃珀斯

坦将这种思想归为古典的涌现理论。 从事复杂性研究的学者则认为，
尽管整体性质不是部分性质的加总，但不意味着整体层面的涌现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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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由部分解释，解释要依靠自下向上的生成模型（Ｅｐ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９）。 涂

尔干虽然认识到了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但他用社会事实去解释社会事

实只是一种从“复杂”到“复杂”的研究策略。
韦伯认为社会学应当从受他人影响的个体社会行动出发，这一思

想与复杂性研究强调的要在微观互动中解释宏观涌现的基本思路相一

致。 然而，韦伯并没有很好地将这种思路付诸实践。 科尔曼认为，对于

资本主义是如何发展起来的，韦伯只述及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关系，而众多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个体是如何相互

结合，最终促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韦伯的分析中几乎完全没有提

及”（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９４：９）。 齐美尔除了也强调微观个体对社会的重要性

外，还认为只有当人们通过互动产生相互影响时，社会才会存在，这也

与当下复杂性研究中强调行动者间的相互作用导致宏观涌现，在基本

思想上高度一致。 布劳受齐美尔影响，发展了社会交往结构理论，希望

能“从遍布于个体之间的日常交往和他们人际关系的较为简单的过程

推导出支配社区和社会复杂结构的社会过程”（Ｂｌａｕ，１９６４：２）。
科尔曼用“船形”模式明确提示社会学者要注重微观到宏观之间

的转换问题。 他认为图 １ 中 Ａ 到 Ｂ 和 Ｂ 到 Ｃ 的解释路径都容易明确，
而 Ｃ 到 Ｄ 的路径（即个体微观行动后果如何转变为社会宏观层次结

果）经常比较模糊，困难即在于行动者间的相互依赖性。

图 １　 科尔曼关于微观与宏观转换的图示

科尔曼强调的微观行动到宏观社会后果的转换，其实就是复杂性

研究中的涌现性问题（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９４；Ｒａｕｂ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船形”模式实

际上为社会学讨论涌现性提供了基础参考框架。 遗憾的是，它仅像是

一个宣言，尽管科尔曼试图在方法论上贯彻自己的主张，但他也没有针

对这些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赫斯特洛姆，２０１０），其主张的

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理性选择假定，还被格兰诺维特批评有“低度社会

化”之嫌。 格兰诺维特认为，探索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连接，需要借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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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网络和“嵌入性”观念，推进更具复杂性的研究方案，考察各领域、不
同层次对象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５）。

格兰诺维特的导师怀特开创了社会网络研究的“哈佛革命”，将关

系结构视角带回到社会学。 他在关于 “市场从哪里来” 的讨论中

（Ｗｈｉｔｅ，１９８１）虽未明确使用涌现性概念，实际却提出了一个有关市场

是如何在参与者互动、观察和调整中涌现出来的问题，并提供了一种分

析市场涌现的数学方法。 然而怀特的分析是静态的，他只关注市场达

到平衡状态时应满足的条件，却绕过了如何达成平衡的动态过程（王
晓路，２００７）。 从这点上看，怀特的方法与目前复杂性研究中主张的在

动态变化中寻找涌现的方法仍有区别。
就在社会学者针对社会现象复杂性开展理论讨论的同时，探索复

杂性的方法也在不断演进。 虽然上述社会学理论家提供的方法各有局

限，但是他们在对互动和涌现进行早期探索时，还是积累了一些基本分

析工具。 近些年，一些新方法也不断发展并获得广泛应用。

二、探索复杂性的方法及其演进

（一）基本分析工具

早在 １８ 世纪，斯密针对市场的描述就已蕴含了复杂性思想，“看
不见的手”其实是宏观涌现的后果。 新古典经济学试图为其寻找依

据，回答个体对私利的追求何以导致宏观市场秩序的达成。 然而它却

将经济活动参与者假定为原子化个体，忽略了现实中丰富的互动及由

其带来的影响，被社会学者批评为“低度社会化”（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５）。
针对行动者间的互动，社会科学已发展了相对成熟的分析工具，有

学者认为，基于图论与社会网络的结构分析以及基于博弈论的行动分

析是探索社会现象复杂性的有效工具（Ｍａｃｙ ＆ Ｆｌａｃｈｅ，２００９）。
博弈分析的确能够将行动者间的相互影响纳入，但是需要依靠严

苛的假定，如行动者完全理性。 由于行为假定在经验上常难以成立，博
弈模型的预测与行为实验的结果之间存在很大偏差 （Ｇüｔｈ ｅｔ ａｌ ，
１９８２）。 如果放松假定，后续分析则需要使用更繁难的数学工具。 而

且，纳什均衡只能解释模式在什么条件下会维持，不能够解释模式是如

何在动态变化中出现的。 另外，博弈模型无法处理行动者间的互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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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为此，有学者尝试将社会网络分析与博弈论相结合（伊利斯、克莱

因伯格，２０１１；杰克逊，２０１１），但由于早期社会网络分析局限于静态结

构，对涉及动态过程的建模无能为力，故也只能有限度地解决复杂演化

问题。
进化博弈分析允许放松传统博弈分析的一些假定，其所应用的差

分或微分方程建模方法也适宜开展动态分析。 但如果使用数学方法求

解，却只能处理一些简单的复杂性现象；再复杂一点，差分或微分方程

求解也会遇到困难（Ｇｉｌｂｅｒｔ ＆ Ｔｒｏｉｔｚｓｃｈ，２００５；Ａｄａｍ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二）方法的演化

为进一步探索复杂性问题，研究者们希望寻找既能避免已有方法

缺陷，又易于运用的替代性工具。 圣塔菲研究所主张的基于行动者建

模（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ＢＭ）已成为复杂性研究的最主要工具。 研

究者可以利用计算机编程灵活模拟行动者的行动与互动，观察可能产

生的一系列社会后果，更好地理解人类经济与社会活动中涌现出来的

模式及动态。 元胞自动机和多行动者建模是 ＡＢＭ 的两种具体形式。
元胞自动机（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ａ，ＣＡ）是 ＡＢＭ 的简单方法。 它由许

多可识别的元胞组成，元胞用于表示个体或集体行动者，并被安排在规

则空间中；元胞具有某种状态，可以是态度、个体特征、行动等；元胞演

化存在时间进程，每步中的元胞状态都会发生变化；元胞状态由一组规

则决定，规则指定了元胞当下状态如何取决于其此前状态和其直接邻

居的状态（参见 Ｇｉｌｂｅｒｔ ＆ Ｔｒｏｉｔｚｓｃｈ，２００５）。 这已体现了许多与复杂社

会现象相关联的特征，如行动者依简单规则进行启发式行动、行动者间

相互作用、动态过程以及构造属性的涌现等。 不过其局限性也十分明

显，比如可容纳的行动者类型单一、能力有限、需分布在规则空间等，尽
管如此，它仍然是十分有用的计算建模方法。

经济社会学家托马斯·谢林是第一个使用 ＡＢＭ 从事社会科学研

究的人。 在《数理社会学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创刊

号上，谢林发表了一篇讨论迁移和种族隔离的论文，采用的便是一个简

单的元胞自动机模型（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１９７１）。 图 ２ 是该模型的简单示意，＃
和 Ｏ 分别代表黑人和白人。 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他们都希望自己的

邻居（周围 ８ 个格子）中有 １ ／ ３ 以上和自己是相同种族。 如果邻居中

同种族与不同种族的比例小于 １ ∶ ２，他们便会迁移到其他空格子，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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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则留在原处。 重复这一过程直到没有人对邻里状况不满。 图 ２ 的

ＩＩ 和 ＩＩＩ 是谢林给出的两种结果，它们都是从 Ｉ 的初始格局中演化而

来。 能直观看到，ＩＩ 和 ＩＩＩ 的种族隔离程度相比于 Ｉ 都提高了。
谢林从事这项研究时，美国的种族隔离状况十分严重。 当时流行

的观点认为，之所以存在较严重的种族隔离是因为白人对黑人的容忍

程度较低。 谢林利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元胞自动机模型①来说明，即便

白人对黑人邻居更宽容，能够接受更多数量的黑人邻居，种族隔离仍很

可能出现。 模型展现了种族隔离现象的动态演化，并为它提供了一种

“生成性”解释，这种方法也较科尔曼和怀特的方案更具优势。

　 　 资料来源：谢林，２０１３。

图 ２　 谢林用于模拟种族隔离的基于行动者模型

多行动者模型（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ＭＡＭ）是 ＡＢＭ 的高阶方法，针
对更复杂的过程和主体行为建模。 顾名思义，与元胞自动机相比，
ＭＡＭ 能容纳不止一种类型的行动者。 行动者还可以有更多属性及能

力，如知识、推理、表达、计划、情感等，空间分布也可更灵活。 模型还能

将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纳入，以模拟行动者在学习和进化中采取的适

应性行动（Ｇｉｌｂｅｒｔ ＆ Ｔｒｏｉｔｚｓｃｈ，２００５；Ｍａｃｙ ＆ Ｆｌａｃｈｅ，２００９）。
埃珀斯坦等（Ｅｐｓｔｅｉｎ ＆ Ａｘｔｅｌｌ，１９９６）的“糖域”模型是 ＭＡＭ 的经

典示例。 通过构建非常简单的多行动者模型，他们考察了财富不平等

的涌现：若干行动者初始随机分布在一个 ｎ × ｎ 网格空间中，可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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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网格中还不均匀地分布着一定数量的糖。 行动者依靠吃糖维持

生命，还可以将多余的糖储存下来，作为财富积累。 行动者需要搜索

糖，且各自的搜索能力相异。 他们要在自己的视野范围寻找最多的糖，
如果符合条件的格子还没有被别人占据，他们就移动过去将格子里的

糖吃掉或占为己有。 另外，行动者还要进行新陈代谢，如果新陈代谢的

速度很快，又没有能力获得足够的糖，行动者就会死掉。 在这些简单设

置下，只需经过不多的几步运行，无论是行动者的空间分布，还是他们

占据财富的数量分布，都呈现出从相对均匀到集中的变化（图 ３ 为作

者运用 ＮｅｔＬｏｇｏ 模拟得到的变化过程）。 研究者还可以通过增加行动

者间的交易和冲突等过程扩展这一基础模型，讨论更多的问题。

　 　 注：圆点代表行动者，阴影代表糖，阴影越深代表该处分布的糖越多。

图 ３　 “糖域”模型

综合来看，与传统的分析工具相比，ＡＢＭ 和 ＭＡＭ 具备如下优势。
第一，可以模拟有限理性行动者的各类启发式行动过程，并允许存在异

质性行动者。 第二，易在模型中纳入行动者间的互动及影响，并考察网

络结构的效应。 第三，易于纳入环境的影响，模拟行动者受环境影响而

采取的适应性行动，以及行动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四，适于对动

态过程开展分析，建模者可以“经历”动态过程，考察系统变迁的动力

学特征，而非通过数学推导获得均衡。 在理论研究中，这种计算模型更

利于帮助我们探索因果关系发生的机制。 ＡＢＭ 可以被看作一种理论

实验，研究者能通过“理论驱动的调参”来观察某些社会现象出现的必

要或充分条件（Ｅｄｍｏｎｄｓ ＆ Ｈａｌｅｓ，２００５；Ｍａｃｙ ＆ Ｆｌａｃｈｅ，２００９）。 在政策

研究中，应用计算模型也有利于制定更加科学的决策，帮助政策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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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更优的政策条件组合（Ｗａｌｄｒｏｐ，２０１８）。
早在十多年前，赵鼎新（２００６）和沙莲香等（２００７）便向国内社会学

引介了 ＡＢＭ 方法，但在当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近年又有学者对

ＡＢＭ 投入关注（梁玉成、贾小双，２０１６；吕鹏，２０１６）。 不过他们多聚焦

于计算模拟，较少从复杂性研究与传统社会学之间的联系甚或区别进

行讨论，对复杂性的时代意涵更缺乏关注。

三、社会学近期对复杂性的探索

进入 ２１ 世纪后，一些运用复杂性研究理念、方法和模型工具讨论

社会学议题的研究成果开始在主流期刊上出现。 这些研究十分重要，
它们表明，社会学正在更多地与复杂性研究展开互动。

我们尝试使用社会学的两大经典范畴———行动和结构———对这些

研究进行概括和梳理。 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都关注宏观层面的涌现性

后果，且都较成功地将微观与宏观联系起来，并非单纯讨论行动者的微

观选择，或仅对宏观结构进行分析。 当然，如此分类是出于刻画便利，
不意味着这两类研究截然不同。

（一）对行动的研究

１． 集体行动的发生

默顿将由行动者虚假情境定义导致真实后果发生的过程称为“自
我实现的预言”，并最早用这一概念解释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美国街头发

生的银行挤兑，以及美国的种族冲突等群体行为（默顿，２００６）。 默顿

给出的只是叙述性概念，谢林则较早使用模型语言对自我实现的预言

进行了分析。 他借用核物理工程学中的临界质量模型（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ｓｓ
ｍｏｄｅｌ），对如起立鼓掌等集体行动发生的机制进行解释。 他发现对课

堂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当起立鼓掌的人数足够多时，他们便会愿意跟着

起立鼓掌，但每个人对“足够多”的理解不尽相同。 由此假定，每个人

心中都有一个“已经有多少人鼓掌，我才鼓掌”的临界阈值。 图 ４ 给出

了一种可能的人群中临界阈值的累积分布，这条累积分布函数 Ｃ 与 ４５
度虚线的交叉点 Ｍ 在横坐标上的对应值即为临界质量。 如果开始时

认为应当出于礼貌或感激而起立鼓掌的人数超过了临界质量，就会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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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全班同学热烈鼓掌，自我实现的预言便发生了；如果鼓掌的起立人数

没达到临界质量，就会出现“逐渐没落”（谢林，２０１３）。

　 　 资料来源：改写自谢林，２０１３。

图 ４　 起立鼓掌的临界质量模型

格兰诺维特（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７８）构建了一个与此类似的模型，称为

“门槛值模型”（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ｍｏｄｅｌｓ），并重点考察了临界阈值（即门槛值）
为正态分布的情况。 他发现，即使两个群体门槛值的总体平均水平相

同，门槛值分布在结构上的细微变化也可能导致非常不同的后果。 集

体行动的大规模爆发还具有类似“临界相变”和“混沌边缘”（Ｌａｎｇｔｏｎ，
１９９０）的特点。 格兰诺维特在后续的文章中对模型进行了拓展，比如

在模型中纳入参与者退出、求异行为（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 Ｓｏｏｎｇ，１９８３，１９８６）
等因素（可参见刘炜，２０１６）。

谢林和格兰诺维特的研究获得了后续复杂性研究者们的关注与大

力推崇（Ｇｉｌｂｅｒｔ，２０１０）。 不过，二位在最初构建模型时都没有使用标准

的 ＡＢＭ。 格兰诺维特使用的差分方程便于处理动态过程，但在容纳更

多反映丰富现实的假定上仍面临困难。 还以起立鼓掌为例，现实中新

参与者会成批加入鼓掌，参与鼓掌的人可能分布在空间的不同区域，人
们更可能受到邻居的影响，受较远的人影响较小。 这类复杂互动很难

纳入简洁的数学模型。 米勒等利用 ＡＢＭ 模拟了这些更符合现实的条

件，讨论了更复杂的起立鼓掌发生模式（Ｍｉｌｌｅｒ ＆ Ｐａｇｅ，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现实中的集体行动还会有组织行动者参与，组织与个体间也会发

生相互作用。 福勒等的研究（Ｆｏｗｌｅｒ ＆ Ｓｍｉｒｎｏｖ，２００５）同时涉及个体行

动者选民和组织行动者政党，试图回答为什么投票作为集体行动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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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以及为什么政党会按特定的方式选择选举纲领等问题。 既有研究

很难将投票者和政党同时纳入，应用 ＡＢＭ 则能够通过模拟政党与选民

间的互动，解决二者结合的问题。
创新的扩散也可视作集体行动的后果。 达夫昂特等在拓展格兰诺

维特门槛值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创新在组织间扩散的过程。 他们在

格兰诺维特的模型中引入了组织间交流讨论、决策不确定性、少数极端

主义者的影响等（Ｄｅｆｆｕａｎ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近些年还有学者基于管理咨

询技术被广泛采用的背景，利用计算模拟考察了除企业自身采用意愿

及相互之间的模仿以外，咨询提供者的流动以及企业与他们之间的匹

配和双边互动等如何影响创新扩散（Ｓｔｒ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２． 新行动者的出现

论及组织行动者，从公司组织、政党到民族国家、国际联盟，无一不

是由成员个体组成，却都在组织层面具有采取一致性行动的能力。 这

种一致性行动的能力来自哪里？ 新行动者的出现，其实同集体行动一

样，都可以看作是宏观涌现的结果。
组织决策是组织采取一致性行动能力的体现，也是最重要的一种

组织行动，科恩和马奇等人针对组织决策行动的“垃圾桶模型”（Ｃｏ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２）属开创性研究，也是社会学家参与复杂性研究的又一早期

代表作。 他们发现组织决策并不像传统决策理论描述的那样是个理性

选择的过程，却很像从垃圾桶中拣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在正式的模型

表述中，组织决策被看作是问题流、解决流、参与者和决策机会等过程

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个过程都是时间的函数，还会受到参与者互动结构

及注意力分配的影响。 科恩等开发了一个计算模型模拟各种条件下涌

现的组织决策。 不过，最初的计算模型并没有采用 ＡＢＭ 的标准形式，
这一工作后来由其他研究者完成并拓展（Ｆｉｏｒｅｔｔｉ ＆ Ｌｏｍｉ，２００８）。

阿克塞尔罗德关心新政治行动者的出现，想回答诸如民族国家和

区域联盟等政治共同体是如何从一群更小的政治行动者的集聚和相互

作用中涌现的（Ａｘｅｌｒｏｄ，１９９５）。 他开发的“进贡模型”借鉴了关于战争

与国家创立的既有理论讨论，同样利用元胞自动机模拟了国家的形成，
并验证了高压政治、强取豪夺等机制在其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还有

研究者关注新经济行动者的出现（Ａｘｔｅｌｌ，１９９９；Ｅｐ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６）。 阿克斯

特尔就开发了一个公司内生的模型。 在初始条件下的行动者集合中，
每个行动者都有一个努力程度，其效用是收入和休闲的函数，这二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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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与努力程度相关：希望获得高收入，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希望有更

多休闲时间，就可以去找清闲一点的工作，相应付出的努力程度也较

低。 每个行动者拥有一些社会关系，可以从关系人处获得信息和工作

机会。 被随机激活的行动者根据其所在团队的规模、总产出以及自己

前一期的努力程度，更新自己当期的努力程度；同时根据从朋友处获得

的信息，决定是继续留在团队，还是“跳槽”到其他团队，抑或自己成立

公司单干。 在这种模型设定下，每个行动者只需要按照偏好行动，较大

规模的公司体就能够涌现出来。 模拟得到的团队规模服从齐普夫分

布，①与对美国公司人员规模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一致（Ａｘｔｅｌｌ，２００１），
规模变化率的分布也与此前的经验发现吻合。

帕吉特与合作者们借鉴化学反应视角，分析了经济生产系统的涌

现和进化（Ｐａｄｇｅ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他们将产品类比为化学品，它能够被

技能改造，并转化为新的产品；技能类似于化学反应，是将一种产品转

化为另一种产品的规则；企业是同时包含产品和技能的容器。 如果一

个相互联系的技能—产品自催化（ａｕ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网络出现，且能通过自

复制实现维持并更新，便可认为经济生产系统“生成”了。 他们利用计

算模型考察了网络结构、复制与学习模式以及企业搜索能力等对经济

生产系统涌现的影响。 帕吉特和鲍威尔通过总结近二十年的相关研究

成果，同时吸收化学和生命科学的思路，提出了一种理解组织和市场涌

现的新思考框架（Ｐａｄｇｅｔｔ ＆ Ｐｏｗｅｌｌ，２０１２）。

（二）对结构的研究

１． 社会的分化

社会分化是社会学的经典议题，但很少有研究会将社会分化的宏

观结构与微观过程联系起来，从微观行动者的互动中讨论分化的生成

性涌现。 这类研究可进一步分为两类：一类研究关注群体在空间上的

分化机制，是对谢林种族隔离模型的延续和扩展，其研究问题涉及在谢

林规则基础上的其他更符合社会现实的条件如何影响种族隔离的形

成；另一类研究关注社会经济特征的分化，如人们的收入和财富分布具

有怎样的规律性，以及为什么会呈现特定的形态。
福塞特把社会距离作为另一种解释机制引入谢林模型（Ｆｏｓｓｅ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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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强调空间竞争和城市中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互动，这里所

说的不同社会群体可以来自不同的职业、地位、文化和兴趣等。 与谢林

仅考虑种族偏好相比，他纳入了更多的偏好维度，发现即便没有种族歧

视，社会地位偏好与住房质量偏好也可能导致并维持居住隔离水平。
这些研究得到了同行认可，被认为是对谢林居住隔离模型做了最丰富、
细致的扩展（Ｍａｃｙ ＆ Ｖａｎ Ｄｅ Ｒｉｊｔ，２００６）。

布鲁赫和马雷（Ｂｒｕｃｈ ＆ Ｍａｒｅ，２００６）的思路与福塞特不同：如果说

福塞特的研究是从“依据什么做选择”的角度改进了谢林模型，布鲁赫

等人则是从“何时，做什么选择”的角度进行改进。 他们认为，刻画个

体动机的偏好函数有不同类型，而不同类型的偏好函数导致的涌现后

果也可能十分不同。 谢林假定的偏好函数是两段式的，即个体偏好只

存在一个阈值。 布鲁赫等考察了多种偏好函数形式，但发现只有当偏

好函数为两段式时，高水平的居住隔离才可能发生；当偏好函数为阶梯

形或连续形时，出现的居住隔离程度较低。 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仅用

种族偏好可能不足以解释美国城市的高度居住隔离现象。 对布鲁赫和

马雷的研究，梅西团队（Ｖａｎ Ｄｅ Ｒｉｊ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指出了可能存在的错

误。 之后，布鲁赫等又对错误做了纠正，并指出个体偏好形式影响居住

隔离的结论没有发生变化（Ｂｒｕｃｈ ＆ Ｍａｒｅ，２００９）。
至于财富等社会经济特征在人群中的分布，早在 ２０ 世纪初，帕累托

便发现意大利人的财富拥有状况服从幂律分布（ｐｏｗｅｒ ｌａ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也
称帕累托分布）。 他还发现，财富状况服从幂律在当时的很多国家都

存在，与政治、税收等社会制度设置无关，国家间差异仅体现在幂指差

异上。 长期以来，人们试图解释帕累托分布的形成。 安格尔将不平等

过程置于微观交换和竞争中考察，为财富不均衡分布的形成提供了一

种解释（Ａｎｇｌｅ，１９８６）。 他抽象了三条微观财富分配的简单规则：第一，
财富易在行动者间转移，并假定转移时不存在损失和创造；第二，财富

拥有者有从别人身上获取财富的能力，剩余财富越多的人，更有可能在

竞争中成功，进而从他人身上获得剩余财富；第三，即便是富有者也有

一定概率在竞争中失败，失败时流失的财富与其拥有的剩余财富成正

比。 依这些规则进行计算模拟最终能生成帕累托分布。 安格尔模型只

是众多探索之一，近些年，这一问题还引起了很多自然科学家的兴趣

（Ｃｈａｋｒａｂａｒ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他们对财富分化给出了若干种可能解释，共
同点是都试图用微观互动和动态过程解释财富分布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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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尔的第二条互动规则是马太效应的体现。 马太效应是默顿在

研究科学活动的多重发现和科学家声誉分布时提出的。 他发现即便是

多人合作的研究成果，或多个独立研究者得到类似的发现，那些已拥有

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也会得到更高的声誉（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６８），这后来被概括

成“富者愈富”和“赢家通吃”。 在现实社会网络中，人们拥有朋友的数

量同样存在巨大分化，朋友数量也多呈现幂律分布。① 巴拉巴西和艾

伯特基于马太效应，提出了偏好依附机制（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即在

网络形成中，人们更愿意和那些朋友较多的人交朋友。 经数理分析和

计算模型双重检验，他们发现偏好依附是解释无标度网络幂律特征形

成的关键机制（Ｂａｒａｂáｓｉ ＆ Ａｌｂｅｒｔ，１９９９）。 萨尔加尼克等（ Ｓａｌｇａｎｉ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利用线上数字实验证明，流行度也会在行动者彼此影响的条

件下呈现幂律分布，尽管特定产品流行与否具有偶然性且不可预测，但
幂律的规律性在每次“历史重演”中十分稳定。

２． 制度的起源和维持

制度是社会学最为关注的宏观设置。 对制度从哪里来，社会学至

少有两种回答：一是认为制度是外生的，蕴含在古老习俗、宗教观念等

之中，世代传承；二是认为制度是在微观互动中自发演化生成的。 前一

种回答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制度起源的问题。
阿克塞尔罗德将规范存在性问题转化为程度性问题，从行为角度

对规范进行界定，并对其涌现开展讨论。 他构建了一个类似 ｎ 人囚徒

困境博弈的架构，但不假定行动者完全理性。 通过计算模拟，在博弈演

化中考察两种行动在程度上的变化，分别是（１）个人依一种特定方式

行动的程度和（２）对违背这种行为方式的人进行惩罚的程度。 研究发

现，当在博弈架构中引入元规范机制之后（即对拒绝惩罚进行惩罚的

规范），规范会成功地建立起来（Ａｘｅｌｒｏｄ，１９８６）。
对于制度如何维持，又如何扩散和影响等问题，阿克塞尔罗德还讨

论了文化差异性的持续。 他模拟了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将个体文化抽

象描述为文化维度和文化特征，每一维度上都有一组特征可供选择；随
机选定某一个体文化，在它的邻居中随机选定另一个体文化，以彼此相

似度为概率令两文化相互影响。 最终一些稳定的文化区域在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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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涌现出来。 为回答文化差异性何以维持的问题，他考察了保留下来

的稳定文化区域数量以及哪些因素会对此产生影响。 模拟结果发现，文
化复杂性、相互影响范围及版图规模都会作用于稳定文化区域的数量，
版图规模与稳定区域数量之间呈非线性关系，较小和较大版图中稳定区

域的数量都较少，中等版图有更多稳定文化区域出现（Ａｘｅｌｒｏｄ，１９９７）。
森托拉等（Ｃｅｎｔｏｌ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讨论了为什么不受欢迎的规范会流

行，为此他们区分了信仰规范与执行规范行动。 在社会压力、规范执行

成本等机制的作用下，他们考察不同嵌入性、狂热者分布以及网络结构

条件所导致的执行规范者占比变化。 他们发现行动者局部嵌入和狂热

者空间集聚会加剧虚假规范执行，小世界网络则会抑制。 另一项研究

专门讨论了网络结构对文化多样性的影响。 小世界网络的长连接跨越

异质性群体，直觉上被认为会有助于降低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整合。
梅西等利用计算模拟发现，在负向仇外和分化机制的作用下，小世界网

络的长连接会促进文化的两极化而非整合（Ｆｌａｃｈｅ ＆ Ｍａｃｙ，２０１１）。
以上是从行动与结构两个方面梳理的社会学近期对复杂性的探

索。 但仅凭这一梳理，我们还较难窥见社会学与复杂性研究互动的

全貌。

注：图中椭圆形节点代表与复杂性研究相关联的主题范畴，矩形节点代表文中涉及

的主要文献，边代表文献与相关主题范畴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涉及的主题范畴依受

广泛关注的年代顺序从左向右排列，文献依发表年份从左向右排列。

图 ５　 社会学与复杂性研究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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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泰拉尼（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ｉ，２０１８）曾绘制过一张关于复杂科学发展的

“地图”，用节点代表关注的主题，采用年代叙事，勾勒了复杂科学的发

展路径与现状。 以此为线索，我们选取与本文内容最为相关的节点，也
绘制了一幅社会学与复杂性研究互动的示意图（图 ５），这有助于把社

会学的局部贡献链入到复杂性研究的网络之中，也有助于在复杂性研

究演进的历史脉络中考察社会学与外部学科互动的历程。 根据它，我
们能对社会学与复杂性研究互动的基本趋势做出判断。

四、拓展社会学边界的机会

克里斯塔基斯曾在《纽约时报》发表短评，认为社会科学近几十年

间停滞不前，原因在于没有参与科学前沿，因此是时候摇动它一下了。
他主张社会科学要敞开怀抱，把大部分力量部署到自然与社会交叉的

新领域之中（Ｃｈｒｉｓｔａｋｉｓ，２０１３）。 复杂性正是这样一个前沿交叉领域。
有学者认为，社会与文化研究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复杂性的转向

（Ｕｒｒｙ，２００５）。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尽管社会学者与复杂性研究之间的

互动增多，在理论和研究成果上也有一定的积累，但令人遗憾的是，复
杂性研究及相关进展并没得到大多数社会学者的关注。 尽管一些社会

学引为经典的理念与复杂性研究秉持的观念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距

离和张力。 为此，我们和佩奇一样（Ｐａｇｅ，２０１５），认为社会学者有必要

了解复杂性的相关知识与进展，并积极参与到蓬勃兴起的科学运动之

中。 拥抱复杂性也正为我们提供着拓展社会学边界的新机会。

（一）运用复杂性视角理解当下社会

技术是推动社会变迁越来越重要的力量。 近二十年间，ＩＣＴ 的发

展对社会变迁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关注复杂性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这

些社会变迁，对当下社会形成更深入的理解，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理解影响社会的技术发明和应用。 ＩＣＴ 发展催生了许多新

技术发明，对这些技术发明的应用也正在改变着生产和生活。 社交网

络、交易平台、人工智能等都是 ＩＣＴ 推动下得以应用并产生广泛影响的

技术发明，它们都与复杂性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例如各类平台组织是

由多种类型的参与者构成的复杂系统，平台组织的成长和生态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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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参与者之间互动涌现的结果。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技术发明与

应用在本质上就是复杂系统（阿瑟，２０１８；乔天宇等，２０１８）。
第二，理解技术变迁给社会带来的影响。 技术的社会化应用使其

不再只是效率工具，而是开始进入到社会关系之中，以更具复杂性的方

式影响着社会。 邱泽奇（２０１８ｂ）以北京公交车票变迁的案例说明了这

种转变，司乘之间过去“拿钱买票”的直接双边互动关系，变成了乘客

与公交服务系统的一系列行动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
阿克塞尔罗德和科恩从以下两方面概括了 ＩＣＴ 发展对社会的影响

（Ｃｏｈｅｎ ＆ Ａｘｅｌｒｏｄ，２０００）：一是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人们之间的互动方

式，信息传递速度加快，行动者比以往处在更丰富的互动之中，也更易

受其他行动者的影响；二是由于计算、存储、传输和传感器等技术的进

步，人类行动和社会系统的信息得以更快采集、处理、分析和反馈，行动

者可以更迅速且直观地了解社会系统的状况，更有针对性地调整自身

行动。 ２０１８ 年底始于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即体现了这些影响。 互联网

对信息的即时反馈吸引更多参与者加入到运动之中，导致运动规模呈

爆发式增长；同时这种局部波动又在高度连通条件下迅速蔓延。
第三，理解社会形态特征的变化。 关注复杂性意味着更应注重从

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入手刷新对社会的理解。 社会学从不缺乏互动视

角，但过去更多关注的是局部互动。 信息技术的社会化应用令工业社

会的原有形态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学者从各个角度对当下的社会形态

进行过描述。 从复杂性视角看，可以将当下社会理解为一个全局互动

的社会，人类整体处于高度互动的状态。 同时，社会还呈现个体化趋

势，个体行动者会更多依其自身意志而行动，直接参与到整体连通的社

会之中。 个体直接参与的全局互动可能引发更多难以预料的涌现性后

果。 复杂性理论与方法为理解高度互联社会的行动和动态提供了基本

视角和框架，帮助我们认识由高度互联带来的社会后果，尤其是社会风

险，也为其治理提供依据和可能方案（范如国，２０１７）。

（二）用复杂性思维认识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如果说我们能从现实角度看到拥抱复杂性对社会学的价值，那么

从理论角度，运用复杂性思维对拓展社会学边界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在自身演进以及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理论互动中，社会学理论

似乎面临着两种困难。 一种是微观到宏观转换的问题，这被科尔曼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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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学的核心任务（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９４）。 它也是社会学的心病，一直没

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近年一些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者再度提及微观到宏

观的转换问题（赫斯特洛姆，２０１０；格兰诺维特，２０１９），并将该问题与

复杂性研究关联。 社会如何从行动者的微观互动中涌现，可以看作是

运用复杂性思维对“社会何以可能”这一基本问题的重新理解。
社会学理论面临的第二个困难是在与主流经济学的对话中遇到

的。 社会学强调社会化对行动者的影响，传统上却倾向于接受行动者

完全内化了规范的假定，被称作“过度社会化”；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与

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则是社会化不足，被认为陷入了“低度社会

化”的误区。 格兰诺维特较早指出了这两种极端理论状态的存在，主
张采用嵌入性观点，避免二者的缺陷（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５）。 一方面，嵌
入性观念推动了社会学中网络研究的发展。 由于复杂性研究对互动的

强调，网络思想很快被其吸收并在复杂性研究的其他学科中扩散，反过

来又促进社会学网络理论朝着关注多重和动态性的方向发展。 很多参

与复杂性研究的社会学者尝试将既往关注的如组织、制度等议题转化

为网络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Ｏｗｅｎ⁃Ｓｍｉｔｈ ＆ Ｐｏｗｅｌｌ，２００８）。 阿瑟曾认

为，“低度社会化”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复杂经济学的一个特例，我们或

许也可以认为，“过度社会化”的传统社会学处在另一个极端，也是充

分接纳了网络思想、运用复杂性思维的社会学的一个特例。
当然，这仅是运用复杂性思维再认识社会学基本问题的两个例证，

复杂性与社会学其他基本问题之间的关系可留待进一步讨论。

（三）在复杂性研究中重塑社会学研究方法

一些社会学者曾尝试发展理论工具，解决微观与宏观之间断裂的

难题，但都并不成功（赫斯特洛姆，２０１０）。 在经验研究中，统计分析常

用于解决同一层次变量间关系；后来多层次分析技术可用于驾驭宏观

环境对微观行动的影响。 但是对微观行动如何演化为宏观图景，常规

统计方法几乎无能为力。 有学者认为，传统社会学推崇的案例研究方

法有可能通过揭示微观社会机制，实现解释宏观的目标（张静，２０１８；
渠敬东，２０１９）。 案例研究能揭示微观行动的大量细节，的确为解释宏

观创造了条件。 但问题在于，它较难对宏观后果进行有效测量，也难以

在微观行动与宏观图景之间建立可确证的路径。 ＡＢＭ 是呼应需求的

方法创新，它能克服统计分析与案例分析的局限，开启了一种“扎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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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和复杂性的新范式”（Ｅｐ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６；Ｍａｃｙ ＆ Ｆｌａｃｈｅ，２００９）。
除了 ＡＢＭ 类的计算模型，参与复杂性研究的社会学者还采用了更

多新颖的研究手段，如挖掘与分析在线大数据、实施线上数字实验等，
萨尔加尼克等人的研究（Ｓａｌｇａｎｉ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已成为利用线上数字实

验研究复杂社会现象的经典之作。 这类研究也被归入计算社会科学的

范畴（Ｌａｚ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它们不再满足于在理论上探索导致宏观涌现

的微观机制，而是更具经验性地观察社会行为的复杂模式，或对理论模

型进行验证。 计算社会科学与复杂性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只
不过侧重点不同。 计算社会科学更强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数字技术

和计算方法的运用，而计算方法恰是研究复杂性的主要工具和手段。
对于国内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教学而言，增加应对复杂性问题的计算思

维与方法等相关课程模块，应当说已迫在眉睫。
当然，社会学与复杂性研究的互动之路也受到很多限制性约束。

例如，针对动态和多重社会网络的研究在社会学中仍不多见，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满足研究需求的数据不易收集。 另外，从事此类研究要求研

究者具备更复杂的能力，还可能要与自然科学家开展合作。 复杂性研

究内部也存在张力甚至激烈的争论（参见塔勒布，２０１１；巴拉巴西，
２０１２）。 尽管存在诸多困难，我们仍想呼吁，社会学应以更加包容开放

的心态，广泛开展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在这样一个社会现象的复杂性

越来越凸显的时代，跨出传统的边界，回应时代的呼唤，对复杂性这一

既古老又崭新的领域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勇敢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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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Ｗｅａｌｔｈ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ｒｉｓｔａｋｉｓ，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Ａ． ２０１３， “Ｌｅｔｓ Ｓｈａｋｅ ｕｐ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３ ／ ０７ ／ ２１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
Ｃｈｒｉｓｔａｋｉｓ，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Ａ． ＆ Ｊａｍｅｓ Ｈ． Ｆｏｗｌｅｒ ２０１１，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ｏｕ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ｅｙ Ｓｈａｐｅ ｏｕｒ Ｌｉｖ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ｃｋ Ｂａｙ Ｂｏｏｋｓ．
Ｃｏｈｅ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 Ｊａｍｅｓ Ｇ． Ｍａｒｃｈ ＆ Ｊｏｈａｎ Ｐ． Ｏｌｓｅｎ １９７２， “ Ａ Ｇａｒｂａｇｅ Ｃ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７（１） ．
Ｃｏｈｅ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 ＆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ｘｅｌｒｏｄ ２０００， Ｈａｒｎｅｓ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ｌｅｍａｎ， Ｊａｍｅｓ Ｓ． １９９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Ｄｅｆｆｕａｎｔ，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Ｓｙｌｖｉｅ Ｈｕｅｔ ＆ 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Ａｍｂｌａｒｄ ２００５， “ 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Ｍｉｘ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１０（４） ．

Ｅｄｍｏｎｄｓ， Ｂｒｕｃｅ ＆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ｌｅｓ ２００５， “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９（３） ．

Ｅｐｓｔｅｉｎ， Ｊｏｓｈｕａ Ｍ． １９９９，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４（５） ．

——— ２００６，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Ｅｐｓｔｅｉｎ， Ｊｏｓｈｕａ Ｍ． ＆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ｘｔｅｌｌ １９９６，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ｕｐ．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Ｆｉｏｒｅｔｔｉ， Ｇｕｉｄｏ ＆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Ｌｏｍｉ ２００８， “Ｔｈｅ Ｇａｒｂａｇｅ Ｃ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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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ａｃｈｅ， Ａｎｄｒｅａｓ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 Ｍａｃｙ ２０１１， “Ｓｍａｌｌ Ｗｏｒｌｄ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５（１ － ３）．

Ｆｏｓｓｅｔｔ， Ｍａｒｋ ２００６，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０
（３ － ４）．

——— ２０１１，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５（１ － ３）．

Ｆｏｗｌｅｒ， Ｊａｍｅｓ Ｈ． ＆ Ｏｌｅｇ Ｓｍｉｒｎｏｖ ２００５，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ｕｒｎｏｕｔ： Ａｎ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１０（４） ．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Ｇ． Ｎｉｇｅｌ ２０１０，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Ｎｉｇｅｌ ＆ Ｋｌａｕｓ Ｔｒｏｉｔｚｓｃｈ ２００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Ｂｅｒｋｓｈｉｒｅ： Ｏｐ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ｏｌｄｅｒ， Ｓｃｏｔｔ Ａ．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 Ｍａｃｙ ２０１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４０．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Ｍａｒｋ １９７８，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８３（６）．
——— １９８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９１（３） ．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Ｍａｒｋ ＆ Ｒｏｌａｎｄ Ｓｏｏｎｇ １９８３， “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９（３） ．
——— １９８６，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７（１） ．
Ｇüｔｈ， Ｗｅｒｎｅｒ， Ｒｏｌｆ Ｓｃｈｍｉｔｔｂｅｒｇｅｒ ＆ Ｂｅｒｎｄ Ｓｃｈｗａｒｚｅ １９８２， “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ｌｔｉｍａｔｕｍ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４）．
Ｈａｗｋｉｎｇ， Ｓｔｅｐｈｅｎ ２０００，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Ｃｌｏｓｅｒ， Ｈａｗｋｉｎｇ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 Ｓａｎ Ｊｏｓｅ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Ｎｅｗｓ Ｊａｎ． ２３．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Ｊ． Ｈ． １９９５， Ｈｉｄｄｅｎ Ｏｒｄｅｒ： Ｈｏｗ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ｄｄｉｓｏｎ

Ｗｅｓｌｅｙ．
Ｌａｎｇｔｏｎ， Ｃｈｒｉｓ Ｇ． １９９０， “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Ｃｈａｏｓ： Ｐｈａｓ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 Ｐｈｙｓｉｃａ 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４２（１） ．
Ｌａｚｅｒ， Ｄａｖｉｄ， Ａｌｅｘ Ｓａｎｄｙ Ｐｅｎｔｌａｎｄ， Ｌａｄａ Ａｄａｍｉｃ， Ｓｉｎａｎ Ａｒａｌ， Ａｌｂｅｒｔ Ｌａｓｚｌｏ Ｂａｒａｂａｓｉ， Ｄｅｖｏｎ

Ｂｒｅｗｅｒ，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Ｃｈｒｉｓｔａｋｉｓ， Ｎｏｓｈｉｒ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 Ｊａｍｅｓ Ｆｏｗｌｅｒ ＆ Ｍｙｒｏｎ Ｇｕｔｍａｎｎ ２００９，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２３（５９１５）．

Ｍａｃ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Ｆｌａｃｈｅ ２００９，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ｕｐ：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 Ｉｎ Ｐｅｔｅｒ Ｈｅｄｓｔｒöｍ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Ｂｅａｒｍａｎ（ｅｄｓ． ）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ｃ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 ＆ Ａｒｎｏｕｔ Ｖａｎ Ｄｅ Ｒｉｊｔ ２００６，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Ｄｅｔｒｏｉｔ．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０（３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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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ｒｔｏ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Ｋ． １９６８， “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５９（３８１０） ．

Ｍｉｌｌｅｒ， Ｊｏｈｎ Ｈ． ＆ Ｓｃｏｔｔ Ｅ． Ｐａｇｅ ２００４，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９（５） ．
——— ２００７，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ｗｅｎ⁃Ｓｍｉｔｈ， Ｊａｓｏｎ ＆ Ｗａｌｔｅｒ Ｗ． Ｐｏｗｅｌｌ ２００８， “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 Ｉｎ Ｒｏｙｓｔｏｎ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Ｏｌｉｖｅｒ， Ｒｏｙ Ｓｕｄｄａｂｙ ａｎｄ Ｋｅｒｓｔｉｎ Ｓａｈｌｉｎ（ｅｄｓ． ） Ｔｈｅ ＳＡ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Ｐａｄｇｅｔｔ， Ｊｏｈｎ Ｆ．， Ｐｅｔｅｒ ＭｃＭａｈａｎ ＆ Ｘ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 ２０１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ＩＩ． ” Ｉｎ
Ｊｏｈｎ Ｆ． Ｐａｄｇｅｔｔ ＆ Ｗａｌｔｅｒ Ｗ． Ｐｏｗｅｌｌ （ ｅｄｓ． ）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ａｄｇｅｔｔ， Ｊｏｈｎ Ｆ． ＆ Ｗａｌｔｅｒ Ｗ． Ｐｏｗｅｌｌ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ａｇｅ， Ｓｃｏｔｔ Ｅ ２０１５， “ Ｗｈａ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Ｋ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４１．

Ｒａｉｎｉｅ，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 Ｂａｒｒｙ Ｗｅｌｌｍａｎ ２０１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Ｒａｕｂ， Ｗｅｒｎｅｒ，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Ｂｕｓｋｅｎｓ ＆ Ｍａｒｃｅｌ Ａ． Ｌ． Ｍ． ｖａｎ Ａｓｓｅｎ ２０１１， “Ｍｉｃｒｏ⁃ｍａｃｒｏ Ｌｉｎｋ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５（１ － ３）．

Ｓａｌｇａｎｉｋ， Ｍ． Ｊ．， Ｐ． Ｓ． Ｄｏｄｄｓ ＆ Ｄ． Ｊ． Ｗａｔｔｓ ２００６，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１１（５７６２）．

Ｓａｗｙｅｒ， Ｒ． Ｋｅｉｔｈ ２００１， “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０７（３） ．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ｏｍａｓ Ｃ． １９７１， “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２）．

Ｓｉｍｍｅｌ， Ｇｅｏｒｇ １９１０， “Ｈｏｗ ｉ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６（３） ．
Ｓｔｒａｎｇ， Ｄａｖｉ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Ｄａｖｉｄ ＆ Ｓａｅｅｄ Ａｋｈｌａｇｈｐｏｕｒ ２０１４， “Ｃ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ａｓｈｉｏｎ：

Ａｎ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Ｄｒｉｖ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２０
（１） ．

Ｕｒｒｙ， Ｊｏｈｎ ２００５，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Ｔｕｒｎ． ”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２（５） ．
Ｖａｎ Ｄｅ Ｒｉｊｔ， Ａｒｎｏｕｔ， Ｄａｖｉｄ Ｓｉｅｇｅｌ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ｃｙ ２００９，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Ｃｈ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Ｂｒｕｃｈ ａｎｄ Ｍａｒｅ．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１４（４）．
Ｗａｌｄｒｏｐ， Ｍ．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２０１８， “Ｆｒｅｅ Ａｇｅｎｔｓ．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６０（６３８５） ．
Ｗａｔｔｓ， Ｄｕｎｃａｎ Ｊ． １９９９， “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０５（２） ．
Ｗｈｉｔｅ，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Ｃ． １９８１， “Ｗｈｅｒｅ Ｄｏ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８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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